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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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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基本状况

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

上水平，对自身的流动体验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
获得感及其具体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

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与基于自身

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预测作

用更强。 研究可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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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增强，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取得巨大进展。 与
此同时，社会心态也发生变化。 民众对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关，但二

者并不是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系（王俊秀，２０１８）。 对社会阶层变化和流动的感知（下文主要表述
为“社会流动感知”）是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作为国家

建设的生力军，青年的社会流动感知与其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直接且紧密的关联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进而进一步影响青年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和信心。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①，其中明确提出：“要
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作为检验社

会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和社会生活质量提升新标尺的“获得感”，同样受客观社会阶层和流动、主观社
会阶层认同和流动感知的影响（谭旭运等，２０２０）。

与客观社会阶层流动相比，民众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社会态度、社会评价和行为表现等具有
更为直接的影响（陈晓蓉等，２０２２）。 但客观阶层流动的情况较为复杂②，而且人们对阶层流动的主

观感知（比如，对当前经历的体验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有所不同；如果不区分“社会流动感知”
的具体内涵，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２０１７；Ｋｒａｕｓ ＆ Ｔａｎ，
２０１５；吴炜，２０１６；张跃等，２０１９）。 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分
析青年社会流动感知③和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以期

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有效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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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２１ＪＺＤ０３８）
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２２ＤＳＨＪ０２）阶段性研究成果。 同时，本文

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１７，《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４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７ －０４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８５５５５． ｈｔｍ＃１），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比如，社会整体的流动状况可能同个体自身的流动经历不一致，个体自身的代内流动经历和子女的代际流

动经历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感知”：流动信念（主要针对社会整体）、流动体验（主要针对个体自

身）、流动预期（主要针对子女）。 下文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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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社会流动与社会流动感知

社会流动也称“阶层流动”，是指一定社会分层体系中民众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一种社会地位
或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的变化过程（陆学艺，２００６）。 按照不同标准，可以把社会流动分为
“水平流动”（社会地位基本不变）和“垂直流动”（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代内流动”（自身职业或
阶层地位发生变化）和“代际流动”（同一家庭几代人职业或阶层地位发生变化），等等。

社会流动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陈云松等，２０１９），常被
看作社会开放和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 它强调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并改变自身处境（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２０１７）。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陆学艺，２００６），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和合理程度都有很大提升。

“社会流动感知”是民众对社会整体和自身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判断（Ｋｒａｕｓ ＆ Ｋｅｌｔｎｅｒ， ２０１３）。
社会流动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相信社会系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渗透性，允许不同阶层的自主
流动（Ｔａｙｌｏｒ ＆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１９９４）；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公平合理（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２０１７）。 与客观社会
流动相比，社会流动感知与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更能反映个体决策时的参照信息，能涉及客观社会流动无法涵盖的细微却实质性变
化，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盛智明，２０１３）。

社会流动感知基于社会整体环境和个人自身处境而形成。 但是，在聚焦社会整体环境还是个
人自身处境、关注当下体验还是未来预期方面，不同研究视角有所不同。 有研究更关注民众对社会
整体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感受（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２０１７；陈晓东、张卫东，２０１８）；另一些研究更倾向基于
个体内或代际的阶层变化状况，关注个体自身的阶层流动或对下一代阶层流动的预期（Ｋｒａｕｓ ＆
Ｔａｎ， ２０１５；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吴炜，２０１６）。 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紧密相关又存在明显差异，
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行为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来说，个体对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的主观感受，常被称为“流动信念” （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２０１７）。
高水平流动信念使民众相信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和可渗透性，从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稳定
（Ｓａｇｉｏｇｌ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流动信念的影响较大，其中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尤为
重要；流动信念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还取决于民众对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实施的
相关政策措施的知晓程度（陈晓东、张卫东，２０１８）。

流动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当前社会阶层与过去或上一代相比的阶层流动结果的认识（陈云松、范
晓光，２０１６）。 流动体验与个体自身社会阶层认同具有较强关联，个体向上流动体验的“效应尺度”
显著高于教育、职业、声望等客观指标（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

流动预期是个体对子女社会阶层相比于当前自身阶层未来变化的预期（吴炜，２０１６）。 流动预
期较高的个体认为，子女能拥有平等享有更好教育、赚取更多收入以及获得想从事的任何工作的机
会（Ｋｒａｕｓ ＆ Ｔａｎ， ２０１５）。 研究发现，青年流动预期呈现向上流动趋势，总体上从中等偏下的主观社
会阶层转至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主观社会阶层（吴炜，２０１６）。

当代青年在市场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成长，他们的社会流动感知是转型期民众面对社会与时代
变迁时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陈晓蓉等，２０２２）。 青年对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直接影响身心健康和
社会态度，进而影响社会整体发展。 研究发现，代内流动的减弱以及代际流动继承的增强，使青年
群体内部由于文化、经济、社会等资源占有多寡的不同，形成了非正常的社会流动现象。 尽管如此，
对当前中国青年社会流动是否已存在“阶层固化”的认识仍存在争议。 有研究发现，客观社会阶层
结构的向上变化带来主观阶层地位的不断提升，对青年的社会流动感知产生重要影响。 大多数青
年对流动预期持乐观态度，“向上流动”是中国青年流动预期的主流；与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青年相
比，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青年流动预期更加乐观（吴炜，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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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感”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研究

“获得感”不仅是个体对自身获得状况的主观感知，还体现了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发展目
标的群体认同。 “获得感”是民众对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多寡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是主观感受与
客观获得、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多维度主观指标（文宏、刘志鹏，２０１８）；是民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对需
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应（谭旭运等，２０２０）。 “获得感”的
建构不只在于对个体生活体验的简单描述，还要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心态指标，从而更为
全面、更加人性化地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质量（吕小康等，２０２２）。

基于对需求满足相关理论的分析，谭旭运等（２０２０）提出，可以从五个维度分析获得感。 这五个
维度分别是：获得内容（满足个体需求的获益）、获得环境（对个体获益的支持，尤其是有助于满足
生活需求的政策保障和社会氛围）、获得途径（实现需求满足的途径）、获得体验（对需求满足的内
在积极体验）和获得共享（在感知到社会给予的恩惠或帮助的基础上，表达出的感激之情和反应倾
向）。 获得感结构中任何维度的满足都能带来相似的积极体验，进而带来生活满意感和幸福感；如
果其中某个维度“缺失”或没有得到满足，往往会出现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对新发展阶段下青年获得感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不同青年群体获
得感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等方面。 谭旭运等（２０１８）从获得感项目重要性、当前获得感知
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探讨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及其差异特征。 研究发现，重要性和未来获
得预期均较高的项目主要是“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重要性较高但当前获得体验和未
来获得预期均较低的项目主要是“满意的收入”“公平”“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此外，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宏观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质量、社会经济制度保障等）和微观个体因素
（包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住房状况等）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马继迁、朱玲钰，２０２１；聂伟、蔡培鹏，
２０２１；谭旭运等，２０２０），探索提升青年获得感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

社会流动涉及个体阶层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个体收入、机会和社会声望等经济和社会资
源的获得与损失，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如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产生很大影响。

流动信念可以提升个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１２）。 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越强，
个体的“制度维护意愿”（如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越强（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 ２０１７）。 流动信念能够缓解收
入不平等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当流动信念较强时，个体更偏向未来潜能的实现、更能拥
有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幸福感（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ｏ，２０１９）；当流动信念较弱时，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再分配
偏向”（Ｓｈａｒｉｆ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通过提高流动信念，能够提升青年对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的积极态度，
也表明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社会资源、提升社会阶层。

个体对自身的阶层流动体验同样对其心理体验和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以往研究发现这
种影响结果并不一致。 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两种“竞争性假设”（张跃等，２０１９）。 其中，“分离性假
设”认为，流动体验让个体从熟悉的“原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从而产生社会孤立感和疏离感
（Ｍａｎｓｔｅａｄ，２０１８）；由于难以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容易产生沮丧、焦虑等“分离体验”（Ｈｏｕｌｅ，２０１１）。
“社会适应性假设”则认为，阶层流动包括“再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摒弃“原生阶
层”中习得的价值观、规范与习俗，不断适应新的“阶层环境”（Ｄａｅｎｅｋｉｎｄｔ，２０１７）。

不同流动体验对个体的影响不同。 “向上流动体验”更可能给个体带来积极影响，他们能更积
极地适应阶层地位的变化，更可能在健康、幸福感等方面获益（张跃等，２０１９）；“向下流动体验”更
可能使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挫败感，在适应过程中面临更多压力与困难，对生理或精神健康产生
非常强的负面影响（Ｊｉｎ ＆ Ｔａｍ，２０１５）。 从压力情境下的资源支持和应对策略看，经历“向下流动”
的个体不仅要承受物质方面的压力，还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 持续的低地位或向下流动体
验可能导致个体更可能出现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王甫勤，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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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预期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同样重要。 盛智明（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向上流动预期能显著
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郑畅、孙浩（２０１６）分析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相关数据后发现，向上流动预期能显著提高民众社会公
平认知。 此外，向上流动预期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Ｐｏｓｅｌ ＆ Ｃａｓａｌｅ，２０１１）；对收入状况、未来资产以
及工作条件的预期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具有向上流动预期的个体，在其早期社会
化过程中，会有意识学习“目标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化其对“目标阶层”的认同、加速适应
过程，从而有效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王甫勤，２０１１）。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预期社会阶层的上升或
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都会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陈丽君等，２０２２）。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青年的流动信念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感知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获得感越强；
假设２：青年的流动体验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感知自己社会地位高于父辈的程度越大，获得感越强；
假设３：青年的流动预期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预期子女社会地位高于自己当前的程度越大，获得感

越强。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 ２０２０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该调查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完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分层抽样和 ＰＰＳ 概率抽
样，抽取 ６０４ 个区县的 ３１４ 个城镇社区和 ２９０ 个农村社区，对其中在现地址居住 ６ 个月及以上、年龄
在 １８ 岁到 ７０ 岁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１０１９５ 份。 其中，男性占 ４３. ２５％ ，女性占
５６. ７５％ ；平均年龄 ４２ 岁。 经筛选后共获得青年（年龄范围 １８—４５ 岁）有效问卷 ６２５７ 份。 其中，男
性 ２６６４ 人，占 ４２. ５８％ ，女性 ３５９３ 人，占 ５７. ４２％ ；平均年龄 ３３ 岁。

（二）变量测量

１． 自变量

（１）流动信念。 采用“社会阶层流动性感知量表”（Ｓａｇｉｏｇｌ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测量受访者对社会整
体流动状况的感知。 剔除信度较低的反向题目，最后保留 ４ 个题目，分别是：“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在
他的一生中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很容易发生变动”“在当今社会，‘白手
起家’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当今社会，富人仍然可能失去一切而变成穷人。”请受访者对每项陈
述进行 ７ 点评分（１ 表示“完全不同意”，７ 表示“完全同意”）。 计算 ４ 个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表
示流动信念越强。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０. ７５１。

（２）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 采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测量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Ａ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呈现一个自下而上标记为 １—１０ 十个
数字的十级阶梯图片，然后告知受访者：“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
会的下层，如图 １ 所示，梯子从上往下看，１０ 代表最顶层，１ 代表最底层。”

选用“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的上一代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题目分别测
量受访者自己和父辈的主观社会阶层；自己主观社会阶层减去父辈主观社会阶层，得出受访者的
“流动体验”。 选用“您认为您的下一代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题
目分别测量受访者子女和自己的主观社会阶层；子女主观社会阶层减去自己主观社会阶层，得出受
访者的“流动预期”。 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均为一列以［ － ９，９］为区间的连续变量。
２． 因变量

因变量为获得感。 采用“获得感量表”进行测量（董洪杰等，２０１９），包括 ５ 个维度共 １４ 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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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图片

其中，获得内容包括“我有条件去旅行”“我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２ 个题目；获得体验包括“现在的生
活让我过得很舒适”“想到现在获得的，我感觉很圆满”等 ３ 个题目；获得环境包括“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了我很多后顾之忧”“社会的包容友善让我的生活更加美满”等 ３ 个题目；获得途径包括“我一
直在为更好的生活拼搏”“我总想方设法发挥自己的才能”等 ３ 个题目；获得共享包括“全社会同甘
共苦，胜过个人独占独享”“我感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等 ３ 个题目。

“获得感量表”采用利克特 ７ 点评分（１ 表示“完全不同意”，７ 表示“完全同意”）。 将 １４ 个题目
平均分作为总体获得感得分，各维度上所有题目的平均分作为各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在该维
度获得感越高。 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良好，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０. ８９２；获得内容的克隆巴赫系
数 α 为 ０. ６９３，获得环境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０. ７４０，获得体验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０. ７９５，获得途
径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０. ９６０，获得共享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０. ７２１。
３．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状况、婚姻状况和子女养育情况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受教

育程度和收入状况等客观社会阶层变量。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基本状况

１． 流动信念、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

统计分析发现，流动信念的均值为 ４. ８４（标准差为 ０. ９７），中值为 ５. ００；流动体验的均值为

０. ７５（标准差为 １. ６７），中值为 １. ００；流动预期的均值为 １. ７４（标准差为 １. ６７），中值为 ２. ００。
与流动体验相比，青年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流动体验（均差为 ０. ９９，标准差为 ２. ４８，ｔ 值为

３１. ４５，自由度为 ６２５６，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与父辈相比，青年流动体验普遍上升 ０. ７５；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上升 １. ７４。

２．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人口特征差异

统计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人口特征变量在流动信念、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

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可以看出，青年社会流动感知在人口特征上具有较高一致性，说明青年对社
会阶层流动状况感知的“共识性”比较高。

统计分析还发现，养育子女数量对流动信念和流动预期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流动体验具有显著
影响（Ｆ 值为 ２. ３６，ｐ 值小于 ０. ０５）。 其中，无子女的流动体验最低（均值为 ０. １６，标准差为 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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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或以上子女的流动体验最高（均值为 ０. ９５，标准差为 ０. ２８）；有一个子女（均差为 ０. １８，ｐ 值
小于 ０. ０５）、有两个子女（均差为 ０. ２２，ｐ 值小于 ０. ０１）及有三个或以上子女（均差为 ０. ３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１）的流动体验均显著高于无子女的流动体验。 这表明，青年对自身的阶层流动体验与其生育意

愿、生育行为显著相关。

（二）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

１． 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

统计分析发现，获得感总均分（均值为 ５. ３２，标准差为 ０. ７５）及五个维度得分均高于中值；获
得内容均值为 ４. ９１（标准差为 １. １７），获得环境均值为 ５. ３８（标准差为 ０. ９１），获得体验均值为
５. １９（标准差为 １. ０１），获得途径均值为 ５. ４９（标准差为 ０. ８９），获得共享均值为 ５. ４９（标准差为
０. ９０）。

配对样本 ｔ 检验显著性检验表明，获得感五个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获得环境得分
显著高于获得内容得分（ｔ 值为 ２９. ６５，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获得途径得分显著高于获得环境得分（ ｔ 值
为 － １１. ８９，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和获得体验得分（ ｔ 值为 － ２６. ５７，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获得共享得分显著
高于获得体验得分（ｔ 值为 － ２６. ０２，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可以看出，尽管面临一些压力和挑战，但青年获得感整体上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其中，体现

良好生活条件的获得内容得分相对较低；强调自主性和奋斗拼搏的获得途径，强调积极参与、感恩
付出的获得共享得分均接近 ５. ５０ 分。 这反映出青年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通过努力奋斗积
极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积极体验。
２． 青年获得感的差异性分析

结果显示，性别（Ｆ 值为 ０. ００，ｐ 值大于 ０. ０５）、婚姻状况（Ｆ 值为 １. ２９，ｐ 值为大于 ０. ０５）、子女

养育情况（Ｆ 值为 １. ４３，ｐ 值大于 ０. ０５）、户口（Ｆ 值为 ０. ６１，ｐ 值大于 ０. ０５）、年龄（Ｆ 值为 ２. ５４，ｐ 值
大于 ０. ０５）、受教育程度（Ｆ 值为 ０. ６１，ｐ 值大于 ０. ０５）在获得感均分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个人月收入在获得感均分上的主效应显著（Ｆ 值为 ２. ５６，ｐ 值小于 ０. ０５）。 其中，个人月收入 １
万元—１. ５ 万元的青年获得感最高，１０００ 元以下的青年获得感最低；个人月收入 ５００１ 元—７０００ 元
（均差为 ０. ３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１）、７００１ 元—１ 万元（均差为 ０. ２６，ｐ 值小于 ０. ０５）和 １ 万元—１. ５ 万元

（均差为 ０. ３９，ｐ 值小于 ０. ０１）的青年获得感均显著高于 １０００ 元以下的青年；个人月收入 ５００１ 元—
７０００ 元的青年获得感高于 ３００１ 元—５０００ 元（均差为 ０. ２４，ｐ 值小于 ０. ０５）；个人月收入 １ 万元—
１. ５ 万元的青年获得感显著高于 ３００１ 元—５０００ 元的青年（均差为 ０. ３３，ｐ 值小于 ０. ０１）。

鉴于子女养育情况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对子女养育情况对获得感五个维度的
影响进行方差分析（见图 ２）。

图 ２　 不同子女养育情况在获得感五个维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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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子女养育情况在获得内容（Ｆ 值为 ２１. １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获得体验（Ｆ 值为 １２. ５５，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获得环境（Ｆ 值为 １１. ０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获得途径（Ｆ 值为 １４. １９，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和获得共享（Ｆ 值为 ２２. ６８，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上的主效应显著。

事后检验表明，怀孕中和有一个子女在获得内容维度上最高，均显著高于无子女、有两个子女
和有三个或以上子女。 在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途径和获得共享四个维度上均表现出这些特
征：有子女的高于无子女的，有三个或以上子女的显著高于有一个子女的和有两个子女的。

可以看出，受生育和养育子女带来的生活压力的影响，生育两三个子女的青年在获得内容维度
上的得分较低；但在获得感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比其他人高。 养育压力成为制约多子女青年获得
感的重要因素。

（三）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１． 相关分析

对流动信念、流动体验、流动预期及五个维度获得感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相关分析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流动信念 ４. ８４８ ０. ９６７
２． 流动体验 ０. ７５３ １. ６６７ ０. ０８４∗∗

３． 流动预期 １. ７３９ １. ６６７ ０. ０９４∗∗ － ０. １０７∗∗

４． 获得内容 ４. ９０８ １. １７１ ０. ２０３∗∗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７４∗∗

５． 获得环境 ５. ３８４ ０. ９１４ ０. ３８１∗∗ ０. ０９６∗∗ ０. ０７８∗∗ ０. ２７５∗∗

６． 获得体验 ５. １９２ １. ０１１ ０. ３６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３ ０. ４００∗∗ ０. ６８６∗∗

７． 获得路径 ５. ４９２ ０. ８８６ ０. ３７９∗∗ ０. ０９４∗∗ ０. １２０∗∗ ０. ２０２∗∗ ０. ６８５∗∗ ０. ５６４∗∗

８． 获得共享 ５. ４９０ ０. ８９７ ０. ３９１∗∗ ０. ０７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９３∗∗ ０. ６７７∗∗ ０. ５５４∗∗ ０. ７０１∗∗

　 　 注：∗∗ｐ ＜ ０. ０１。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 ０. １０７，ｐ 值小于
０. ０１），流动预期与获得内容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 ０. ０４，ｐ 值小于 ０. ０１），其余变量间均存
在显著正相关。
２． 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经共线性分析，容忍度大于 ０. １０，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１０，特征值大于 ０，条件指数小于 ３０，说明
不存在共线性。

对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作用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首先，将性别、年龄、户口、婚姻
状况、子女养育情况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等客观社会阶层变量纳入模型 １；
其次，将流动信念纳入模型 ２；最后，将流动预期和流动体验纳入模型 ３（见表 ２）。

表 ２　 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获得感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回归系数 Ｔ 回归系数 Ｔ 回归系数 Ｔ

性别 － ０. ００６ － ０. ４３３　 － ０. ０２４ － ２. ０１９∗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６　

年龄 － ０. ０５０ － ３. ２０５∗∗ － ０. ０４７ － ３. ３６２∗∗ － ０. ０５２ － ３. ３７６∗∗

户口 － ０. ０２３ － １. ８０４ － ０. ０２１ － １. ８４５ － ０. ０２９ － ２. ３１７∗

婚姻状况 ０. ０６１ ４. ３７４∗∗∗ ０. ０２８ ２. ２４５∗ ０. ０５８ ４.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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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获得感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回归系数 Ｔ 回归系数 Ｔ 回归系数 Ｔ

子女养育情况 ０. １１３ ７. １１８∗∗∗ ０. ０８１ ５. ６９９∗∗∗ ０. ０９１ ５. ７２７∗∗∗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１８ １. ４１２ ０. ０１５ １. ２８６ ０. ０２４ １. ８５９

个人月收入 ０. ０９９ ７. ４７３∗∗∗ ０. ０９３ ７. ８１０∗∗∗ ０. １０９ ８. ２０４∗∗∗

流动信念 ０. ４３８ ３８. ７２５∗∗∗

流动体验 ０. １１４ ９. ０１１∗∗∗

流动预期 ０. ０９１ ７. ２０５∗∗∗

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２１３ ０. ０４２

Ｆ 值 ２２. １７７∗∗∗ ２１１. ５１２∗∗∗ ３０. ７６１∗∗∗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Ｔ 值是对偏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模型 １ 解释获得感 ２. ４０％ 的变异，且模型显著（Ｆ 值为 ２２. １７７，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年龄对获得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５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１）；婚姻状况（回
归系数为 ０. ０６１，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子女养育情况（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１３，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个人月收入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９９，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对获得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模型 ２ 加入流动信念。 与模型 １ 相比增加 １８. ９０％的解释力度，且模型显著（Ｆ 值为 ２１１. ５１２，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在模型 ２ 中，流动信念对获得感影响显著；流动信念越强，获得感越强（回归系数
为 ０. ４３８，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由此，假设 １ 得到验证。

模型 ３ 加流动预期和流动体验，累计解释获得感 ４. ２％ 的变异，且模型显著（Ｆ 值为 ３０. ７６１，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在模型 ３ 中，流动体验（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１４，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流动预期（回归系数
为 ０. ０９１，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对获得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这表明，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越强，
获得感越强。 由此，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均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本研究探讨新发展阶段青年社会流动感知和获得
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
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阶层流动状况的感知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阶层流动预期显
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五个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
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
正向预测获得感。

基于对社会整体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的主观感受产生不同层面的社会流动感知；不同层面社
会流动感知均可以正向预测获得感，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
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影响更强。 获得感反映了民
众享有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以及对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等
客观环境联系更为紧密，是在社会大众中非均衡分布的社会心理或情绪（周盛，２０１８）。 青年对社会
整体环境中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判断，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而基于青年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
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均比较弱。

从社会流动感知的心理机制看，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与不平等感知、制度合理化意
识、世道正义观等更具“社会性特点”的心理因素联系更为紧密（Ｄａｙ ＆ Ｆｉｓｋｅ， ２０１７；Ｓａｇｉｏｇｌｏｕ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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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张跃等，２０１９）；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以及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与贫富归因、控制感等
具有更具“个体特点”的心理因素联系更为紧密（Ｋｒａｕｓ ＆ Ｔａｎ， ２０１５；王甫勤，２０１１；张跃等，２０１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层面，向上阶层流动不一定改善身体健康状况（Ｓｉｍａｎｄａｎ，２０１８）和幸福
感（Ｉｖｅｓｏｎ ＆ Ｄｅａｒｙ，２０１７）。 本研究发现，青年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流动体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态
度更为积极。 同时，流动体验对获得感的影响略高于流动预期，感知的向上流动比预期的向上流动
对青年群体当下获得感的心理体验影响程度更大。 本研究还证实青年的阶层流动跨度较短，这种
阶层内部短距离的流动体现了“阶层固化”的风险和趋势（吴炜，２０１６）。 社会资本和资源逐渐向优
势群体聚集，社会纵向流动通道狭窄，这使得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越来越狭窄；
“精英二代”的代际流动继承增强（邓志强，２０１３）。

在获得感的五个主要维度上，青年在其中三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分别是：能够努力拼搏、想方
设法发挥自己才能、积极把握机会的获得途径，社会保障制度带给自己生活美满踏实的获得环境，
感恩并回馈社会的获得共享。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子女养育情况同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复杂关系。 有子女青年的流动体
验明显高于无子女的青年。 除获得内容外，多子女青年的获得感均依次高于有独生子女或无子女
青年。 既有研究表明，生育率低是中国社会亟须解决的难题。 除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外，生育意愿
的转变对生育率的提高至关重要；与获得感较为相近的幸福感具有正向“生育效应”，个体幸福感的
提升能够促进生育意愿的提高（向栩等，２０１９）。 在个性化生育鼓励与特定保障政策的支持下，形成
生育与获得感提升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化解人口结构危机、促进社会健康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如何良性引导青年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观感受、提高获得感是本研究探讨二者关系的现实意
义。 建议有关部门更为关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现状和群体差异，避免悲观和负面的社会流动感
知；探讨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因素、理顺社会流动渠道，让广大青年切身感受更多社会公平和公正，
青年的合理社会流动感知能够很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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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酒精成瘾的成因、过程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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